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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截至2019年12月31日,全球互联网用户约有

51亿,占总人口64.7%[1],越来越多的用户进行在线

健康检索(Online
 

Health
 

Research,OHR)[2]。但网

络不实信息数量和传播速度的快速增长,尤其在新型

冠状病毒肺炎(COVID-19)疫情期间,加快了网络疑

病症的发生[3]。甚至有学者认为COVID-19疫情期

间,将出现越来越多的网络疑病症[4]。作为生活中常

见但极易被忽视的症状,网络疑病症可导致抑郁、焦
虑等诸多不良情绪。然而该病症的研究尚处于起步

阶段[5-6],我国的相关研究较少。本研究通过 Walker
 

and
 

Avant概念分析法对网络疑病症进行分析,明确

其属性,为今后网络疑病症相关理论研究和干预研究

提供参考。

1 资料与方法

1.1 资料来源 以网络疑病症,网络疑病,cyber-
chondria,Internet

 

hypochondria,Network
 

hypochon-
dria作为关键词,检索中国知网、万方数据、维普网、

Web
 

of
 

Science、PubMed、Cochrane
 

Library等数据

库,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0年7月,检索语言为中文

与英文。纳入文献为涉及网络疑病症的定义属性、前
置因子、测量工具等内容,排除与主题无关、重复发

表、不可获得全文的文献。阅读后最终保留123篇文

献:17篇中文文献,包括横断面研究2篇、综述15篇;

106篇英文文献,包括横断面研究51篇(通过文献追

踪纳入1篇)、干预性研究9篇、纵向研究1篇、质性

研究1篇、综述44篇。

1.2 分析方法 采用护理学领域常用的 Walker
 

and
 

Avant概念分析法,包括以下8个步骤:选定概念,明
确概念分析目的,确定概念在文献中的应用,确定定

义属性,构建范例,构建相反或临界案例,分析前因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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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,提供实证测评指标[7]。
2 网络疑病症的定义

“Cyberchondria”最早于1996年在英国新闻通讯

社Business
 

Wire的一则新闻中被提到,此后受到越

来越多的关注[8]。网络疑病症是一种临床相关的经

诊断的强迫行为综合征[6],2001年首次作为一种新

的病症引起重视。目前其定义尚未统一,但多数定义

倾向于:对健康的焦虑或困扰促使个体在网络中反复

或过度检索与健康有关的信息,这种困扰或焦虑的症

状由此得到加强[6,9-11]。由于大多数相关研究都使用

了基于该定义的测评量表,因此间接支持了网络疑病

症是一种综合征[5]。此外有其他定义,如个人倾向于

在网上研究自己的健康问题并进行自我诊断[12];由
于在互联网上过度搜索医疗信息而引起的高度焦

虑[13];一种以过度自信和寻求安慰为主导的温和模

式[14]。也有学者认为网络疑病症这个词缺乏表面效

度,而且使用起来也不一致,因此不愿使用该词[15]。
3 确定属性

网络疑病症与疑病症存在相同点,即二者与健康

焦虑、强迫性本质均有密切联系,具体在“特定的异常

行为(寻找健康信息、健康相关检查和/或寻求安慰),
负面情绪状态(健康焦虑或苦恼),功能干扰(即使会

产生负面后果,但仍持续作出强迫性的异常行为)”方
面存在重叠内容,但简单把网络疑病症等同于疑病症

的做法不可取[5]。综合文献总结出网络疑病症的3
个属性。
3.1 过度关注个体健康状况 网络疑病症的核心是

过度关注与自身有关的疑病症状[14],当个体对自身

健康过度担忧时,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在网上进行搜

索并了解这种症状[16]。
3.2 过度主动在线健康检索 网络疑病症的主要特

征为过度的网上健康检索[17]。网络疑病症的网上健

康检索并非为了解某种健康信息,而是为缓解某种健

康状况带来的焦虑[18]。网络疑病症的个体以牺牲更

多有用的活动为代价,过度、重复、花费大量时间用于

在线搜索,且这种搜索是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在

线健康信息内容[19]。
3.3 不断强化自身负面情绪 网络疑病症个体的在

线健康信息搜索行为会导致比搜索之前更高的焦虑

水平[19]。这种过度检索行为使人感到不愉快和更焦

虑[9],网络疑病症个体的积极认知与消极情绪的不协

调造成了痛苦,但个体却相信搜索对自身有益而无法

停止搜索[20]。
4 

 

案例介绍

案例构建的目的是为概念的属性、前因后果提供

清晰的实际生活案例,能够表达此概念在学科中的使

用[7]。典型案例是指符合概念定义特征的案例,临界

案例是指存在部分关键属性,不完全符合概念定义特

征的案例。
4.1 典型案例 以文献报道的典型案例[21]为例说

明。一男士在5个月前左前臂出现严重刺痛,疼痛开

始时,他曾使用互联网搜索引擎浏览各种与健康有关

的网站,以了解更多有关疼痛的情况。进行详尽的在

线健康信息检索后,该男士根据网络搜集到的信息进

行自我诊断并采取冰敷、按摩治疗等措施。他常产生

灾难性想法,如癌症、感染等,其工作效率明显下降,
负面情绪不断加强并且在网上搜索更多相关信息。
4.2 临界案例 临界案例由笔者编制用于阐述。孙

女士近来工作压力大,生活作息不规律,自觉情绪低

落、腹部不适、食欲不振、体质量减轻。空闲之余她在

网上检索了症状相关疾病,浏览大量健康信息后,考
虑到疾病确诊的复杂性,她随即选择到当地医院进行

详细检查,最终确诊为慢性浅表性胃炎,通过药物治

疗与饮食调理后已治愈。
5 前因后果

5.1 网络疑病症的前因

5.1.1 个体因素 ①个体健康状况。躯体疾病:自
身病情的性质如某些涉及隐私的疾病(艾滋病等),以
及症状发作的转变可能影响在线健康检索行为[22]。
心理症状:个体存在健康焦虑[9]。健康焦虑就是对自

身症状的错误解释而导致自己对患严重疾病的担忧。
认为自身健康状况不良[20]、缺乏医学知识、信息素养

不高的用户,在网上反复搜集健康信息时更易产生焦

虑等负面情绪[23]。存在健康焦虑的个体为寻求健康

的保证而使自己安心,会不断重复查看健康信息[9]。
焦虑敏感性较高的人更有可能在线健康搜索[6]。②
个体性格因素。无法忍受不确定性(Intolerance

 

of
 

Uncertainty,IU)[6]的个体,需要的是有关身体状况

的确定且良好的信息,但网络信息提供了或好或坏的

可能性,因此很难忍受不确定的结果而害怕、担忧、焦
虑[20]。研究表明,神经质的个体在面对不确定、有威

胁性、令人不安的医疗信息时,往往会经历较高的不

确定性,这可能会触发采用防御性悲观策略,在互联

网上过度搜索与症状相关的信息,最终导致网络疑病

症[24]。缺乏自尊的人可能会加剧自身对生病的恐

惧,引发强加的想法和不可控制的行为,导致过度检

索与健康相关并能起到安慰作用的信息[25]。强迫症

者可能因为停止在线健康检索会中断个人对健康信

息以及安慰的需求,从而产生不确定感[26]。具有完

美主义人格特质[26]的个体,为了追求确定的答案,不
顾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焦虑而持续寻找可以提供完

美解释的信息[27],因此会不断搜索[20]。敏感、多疑、
内向、孤独、自怜、以自我为中心等个性也会影响网络

疑病 症 的 发 生 和 发 展[28]。③个 体 消 极 的 认 知 偏

向[9],如疼痛灾难化[6]。有些个体在解释普通症状

时,只接收灾难信息,将症状扩大化,过分强调不良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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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的可能性,而不是寻求合理、理智的解释。因此导

致个体选择性接收健康信息,在网络引导下逐步得出

极端结论,加大了个体对症状的担忧和焦虑[27]。④
性别与年龄。一项研究发现,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分享

未经验证信息的倾向较低,较男性更容易患网络疑病

症[3]。但也有研究显示,性别差异在网络疑病症的确

诊中无统计学意义[10]。年龄大的人网络疑病症更

少,因为年龄会减弱信息超载和对网络疑病症与未证

实信息共享的严重程度的感知[3]。
5.1.2 网络因素 ①搜寻网络健康信息的方便快

捷。这是造成网络疑病症个体频繁在线查找健康信

息的主要原因,它促使搜索者带有较强的目的性借助

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,但网页大量的链接使人们无意

中额外获取其他的健康信息[27]。②网络健康信息的

可靠性较低,且存在交换信息不充分、不及时的问题。
知觉到的信息可信度是网络疑病症的一个影响因

素[9]。部分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并不高,甚至会出现自

相矛盾的信息[10,27],增加了个体的不确定性,由此引

发恐慌等不良情绪[28]。此外,网络上正规医生解答

模糊不充分或回复不及时,可能导致网络疑病症个体

未能获取到想要的答案,也会促使网络疑病症的发

生[20]。③搜索引擎会将访问频率更高的搜索结果,
放在搜索结果列表的较高位置。而搜索者最关注的

类型是严重的疾病和症状,一旦用户关注某一特定情

况,他们就会更积极地进行医疗搜索[22]。在这种恶

性循环下,用户的焦虑情绪进一步增强[17,29]。
5.1.3 环境因素 ①互联网普及。随着我国网络技

术的日趋完善和发展,互联网覆盖范围更加广泛,尤
其是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,加快了网络在偏远地区的

普及。互联网已逐步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,也为网

络疑病症的发生提供了支撑载体。②保健消费主义

运动。一些个体选择性地忽视或避开专业的医疗护

理,而将互联网作为满足其保健需求的主要信息来

源,增大了患网络疑病症的可能性[30]。③COVID-19
流行。COVID-19传染性强、破坏性和突发性大,给
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,使得人们对疾病的恐惧日

益增加,甚至产生对自身健康的怀疑[28]。而且COV-
ID-19相关新闻和强调疫情严重程度的报道不断涌

现,个体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压力和更严重的焦虑情

绪[4]。
5.2 网络疑病症的后果

5.2.1 健康方面 网络疑病症是导致健康焦虑的主

要原因之一[31]。网络疑病症使个体变得焦虑、恐惧、
担心、迷茫[20],尤其会对严重疾病产生恐慌[23],长期

的思绪忧虑导致抑郁、焦虑等负面情绪加重,这些不

良情绪促使他们继续网络搜寻健康信息,进一步强化

自身的健康焦虑和不确定性的程度,加重网络疑病

症,形成一种恶性循环[16]。

5.2.2 其他方面 ①就医方面。网络疑病症患者可

能会给自己做出未必正确的诊断或不做诊断;尝试搜

索到的疗法或药物;到医院就诊或继续搜索[20]。如

果个体无法控制对生理症状严重性的焦虑,将导致持

续寻求安慰和医学检查[32],因此可能增加不必要的

医疗咨询数量[31],浪费医疗资源[26]。②生活方面。
网络疑病症可能导致低自尊[6],对于个体的日常生活

和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[14],干扰日常工作、工作表

现和人际关系。③经济方面。尽管到目前为止没有

研究调查与在线健康搜索直接相关的成本,但有证据

表明,那些特别担心健康的人对社会构成了相当大的

经济负担[17]。④传染病预防方面。德国学者在CO-
VID-19流行期间调查发现,网络疑病症越强,当前的

病毒焦虑程度就越高[33]。有国外学者认为虽然网络

疑病症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,但就COVID-19而言,
它可能有助于人们了解实际情况的严重性,促成人们

产生居家隔离的想法[4]。
6 测评工具

6.1 网络疑病症严重程度量表(Cyberchondria
 

Se-
verity

 

Scale,CSS) CSS是2014年开发,为首个测量

网络疑病症的量表,最初包括43个项目,最终保留33
个项目[34]。CSS由5个分量表组成,分别测量强迫

(Compulsion):过度的在线健康信息检索阻碍个体的

日常线下、线上活动。痛苦(Distress):与在线健康信

息检索有关的主观消极感受,如焦虑、恐慌和烦躁。
过度(Excessiveness):对在线健康信息进行多次、重
复、不 必 要 的 检 索。寻 求 安 慰 (Reassurance

 

See-
king):向医学专业人员咨询从互联网获得的信息,以
获取心理安慰。不信任医疗专业人士(Mistrust

 

of
 

Medical
 

Professional):对网络提供的医疗信息的信

任多于医疗专业人士提供的信息。CSS量表被批评

过于宽泛,某些维度代表性不强[19],一些研究人员认

为对医疗专业人士不信任子量表不属于网络疑病症

测量内容[29],因其显示出较低的心理测量学参数[35],
所以在计算总分时通常将这一子量表排除在外[13]。
2019年的研究删除不信任医疗专业人士子量表,开
发出简短的包含12个条目的CSS-12[36]。近来多个

国家和研究所不断尝试开发、改良与修订,制定了多

种版本,如中文版量表[16]、波兰版量表(CSS-PL)[35]

等。2016年,德国学者开发了另1个简短的包含15
个条目的CSS版本(CSS-15)[11,14]。CSS达到了心理

测量验证的标准阈值,在网络疑病症研究中占主导地

位,但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[37]。
6.2 网络疑病症量表(Cyberchondria

 

Scale,CS) 
CS于2018年开发,用以评估个人对网络疑病症的情

绪、认知和行为倾向。包括焦虑增加因素、强迫症/疑

病症、焦虑减少因素、医患互动、非功能性互联网使用

5个维度共27个条目。总分或各维度得分越高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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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疑病症程度越高[38]。
6.3 短版网络疑病症量表(Short

 

Cyberchondria
 

Scale,SCS) SCS于2019年开发,初始版本包括8
个条目,原始(克罗地亚)版本的SCS包括7个条目。
和CSS相比,SCS只在不信任医疗专业人士条目存

在差异[2]。该量表的使用前提是网络疑病症的核心

要素为焦虑过度放大[37]。此外,还有只包含4个条

目的更为简短的版本[2]。SCS具备简便、可重复的优

点,因此更适用于大规模调查[2]。因为各条目涉及到

网络疑病症的核心元素,故SCS已经被证明是一种

有效的、标准化的网络疑病症测量工具,在跨文化条

件下确定该量表的普遍性则需要进一步研究[29]。
6.4 网络疑病症倾向量表(Cyberchondria

 

Tendency
 

Scale,CTS) 该量表于2019年开发,适用于评估

18~35岁网络使用者[12]。CTS的目的是评估互联网

用户网络疑病症的倾向,即他们使用网上获得的健康

信息并在遇到健康问题时在网上寻求解决方案的程

度[37]。共30个条目,使用此量表不需对条目的结果

进行反向处理[12]。
6.5 简 版 网 络 疑 病 症 量 表(Brief

 

Cyberchondria
 

Scale,BCS) BCS是Gonzlez-Rivera等[39]基于网络

疑病症是由健康焦虑驱动的假设[37]开发。初始版本

包括28个条目,最终版本基于网络疑病症的双因子

理论框架,分为2个亚量表(每个亚量表5个条目),
共包含10个条目。这些条目根据二维理论模型:健
康焦虑和在线健康信息搜索而创建。经调查发现,最
终版本中的条目能够充分区分出不同程度的网络疑

病症患者,还更易于心理治疗师进行筛查和评估,以
了解患者出现的症状,特别是对于是否源于互联网搜

索信息方面的焦虑症状[39]。
7 小结

网络疑病症属于叠加效应,且与疑病症等存在相

似之处,可从心理、健康素养[28]、网络环境方面,围绕

其诱因、后果等寻求有效的治疗策略[19]。目前认知

行为疗法已被作为有效的干预措施[18]。较为常见的

措施包括网络认知行为疗法[40]、元认知治疗[5]、网络

接受和承诺疗法[41]、正念认知疗法[42]等。还有加入

算法改变搜索结果排名[9]、开发提高信息可信度的工

具[30]等措施。
网络疑病症概念的明确不仅有助于健康素养和

干预的研究,也能够推进健康护理理论的发展。考虑

到互联网的日益广泛使用和潜在负面影响,网络疑病

症可能代表着一种日益增加的公共健康负担。由于

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不断增多,而目前国内相关研

究较少,地域、文化、经济水平、用户特征、互联网普及

状况等各种差异使得深入分析网络疑病症的相关研

究显得十分必要,因此在厘清网络疑病症概念与内涵

的基础上,未来可从多因素干预、量表跨文化使用与

开发、质性与量性研究相结合等方面展开深层次多方

位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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